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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智力回流的技术扩散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地区差异及门槛回归的实证分析

李　平　许家云

摘　要　本文将海归引入国际研发溢出的计量模型，利用中国

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海归对各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检验结果表

明海归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但在不同地区间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并

且在使用多个工具变量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运用 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９９）提出的门槛检验方法

对影响海归技术扩散效应的若干因素及其门槛特征进行检验，并从

财政收入、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测算了引发海归积极技术外溢效应

的门槛水平。

　　关键词　海归，国际技术扩散，门槛回归

一、引　　言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起，随着全球化、新技术革命以及工业化进程的不断

加深，海外人才回流现象开始大量出现 （Ｍｏｕｎｔｆｏｒｄ，１９９７）。比如亚洲 “四

小龙”之一的韩国在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其外流人才纷纷回国，特别是

９０年代以后，人才回归率达６０％。相对于在国内学习、工作的本土人才而

言，中国将有国外学习或者工作经验的学成回国留学人员称为海归。１据中国

国家留学基金委统计，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９年年底，中国各类留学回国人员总

数达到４９．７４万人，智力回流规模呈逐年扩大趋势。在教育、科研领域，大

约７７％的高等学校校长、８４％的中科院院士、７５％的中国工程院院士、６２％

的博士生导师有过出国留学经历；在商业领域，中关村２万多家高新技术企

业中，由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达５０００多家，企业注册资金总额累计超过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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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并吸引了数百亿元的境内外资金。２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印度和中国的

台湾地区。当前海外回流人才正逐步成为很多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

的重要生力军，由此引出的问题是：作为全球化经济中必要的要素流动形式，

智力回流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技术进步的具体效应如何？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应

如何根据自身状况充分利用智力回流的技术扩散效应促进自身技术进步？

２ 神州学人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ｓａ．ｅｄｕ．ｃｎ／。
３ 本文采用的３０个省（市、自治区）分别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西藏、贵州、云南、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

本文以中国为例，着力考察海归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下文结构安排

如下：第二部分在梳理已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就海归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影

响海归技术溢出的因素进行理论分析；第三部分将海归引入国际研发溢出的

计量模型，运用中国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的省际面板数据３，检验其对中国技术进

步的影响及地区差异；第四部分构建门槛模型，测度各门槛变量的门槛水平

值并进行分析；最后一部分为结论。

二、海归技术进步效应的理论分析

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是从国际贸易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ａｎｄ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１；李

平，２００６）、ＦＤＩ（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ａｎｄｖａｎＰｏｔｔｌｓｂｅｒｇｈｅｄｅＰｏｔｔｅｒｉｅ，１９９６）以及

专利申请和专利引用 （ＥａｔｏｎａｎｄＫｏｒｔｕｍ，１９９６）三个方面研究国际技术扩

散的溢出效应，并且已经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随着国际技术扩散研究

的日益深入，学术界认识到国际人力资本流动也是一国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

的重要影响因素。海外归国人员可以给回流国带回丰富的人力资本、物质资

本和社会资本。比如，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犲狋犪犾． （２００４）对印度的研究发现，印度很

多新科技企业是由这些回流人员创办的，印度南部的ＩＴ业重镇班加罗尔，到

２００７年年底已经聚集了从美国和英国回流的４００００名ＩＴ业人才，成为印度

ＩＴ技术崛起的重要推动力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ａｎｄＡｍｅｌｉａ，２００８）。通过对已有相关

研究和各国实践经验的回顾梳理，本文将海归对回流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

归纳为人力资本效应、竞争效应、企业间技术知识的直接学习以及网络效应。

（一）人力资本效应

海归在国外接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拥有国外相应技术领域的工作经验，一

般具有较高的素质，并且掌握关键的专业技术知识，所以其平均技术水平高

于国内人员 （中国海洋大学课题组，２００４），其回流可以直接促进中国人力资

本量的积累和质的提高 （ＫａｐｕｒａｎｄＭｃＨａｌｅ，２００５）。ＭｃＣｏｒｍｉｃｋａｎｄＷａｈｂ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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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对埃及的研究发现，埃及回流的科技人员相比国内普通人员有更高的

人力资本水平，并且他们在国外学习工作的时间越长，技术水平越高，外溢

效应越显著。作为高质量人力资本，海归可以创造一批拥有先进技术、资本

和专业联系网络的高质量人力资本群体，为中国构建一个庞大的高级人力资

源库。比如，２００３年在美国居住的大约３３０万移民科学家和工程师中，来自

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比例占３／４ （约２５０万人），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

（ＫａｎｎａｋｕｔｔｙａｎｄＢｕｒｒｅｌｌｉ，２００７）；另据美国教育统计中心统计，２００８年在美

留学的中国学生占其国际学生总量的１４％，数量达到９８２３５人，中国输送到

美国的学生人数占全世界第二，是其国际学生增长的关键动力，而Ｄｏｃｑｕｉｅｒ

ａｎｄＭａｒｆｏｕｋ （２００４）认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海外留学生返回母国的比例超

过９３％，这部分在美国拥有科研工作经验或获得相应学位的人员一旦回国，

他们在美国所学到的先进技术和掌握的大量市场信息就会溢出到母国 （Ａｄｄａ

ａｎｄＤｕｓｔｍａｎｎ，２００６）。

（二）竞争效应

作为高层次人力资本，海归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内高新技术领域的就

业机会，产生 “职位挤出效应”，进而激励国内人员通过在职教育和参加职业

技术培训等渠道来提高自身的职业技术水平，以适应竞争激烈的国内就业市

场，从而提高中国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其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和对外来

技术的吸收能力 （Ｍｏｕｎｔｆｏｒｄ，１９９７）。其次，海归企业之间或者海归企业与

非海归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与研发合作可以促进行业内技术知识的交流与进

步，缩小企业间技术差距的同时进一步加剧企业间的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

会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员工培训力度，实施技术赶超，而企业间技术追

赶的过程就是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提高的过程。此外，由跳槽的海归人员开设

的新公司技术创新的速度往往大于原公司，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新旧企业

间的人才技术竞争。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企业会通过增

加研发投入、抢占核心人才等方式加快技术创新步伐，这又会引发新一轮的

人才流动，最终形成一个由海归创业引致的人才流动、行业竞争与企业技术

升级的良性循环。

（三）企业间技术知识的直接学习

企业间尤其是海归企业与非海归企业间的技术扩散是知识技术传播的重

要途径之一。海归企业不但通过自身拥有的人员和技术优势直接促进回流国

技术进步，还可以通过企业间自愿的技术转移和非自愿的技术扩散等方式提

高当地的技术水平。

１．自愿的技术转移

海归企业源于自身未来发展需要以及技术的互惠性，往往借助于研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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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议或技术合作等形式对当地企业实行技术转移，这种双向积极的技术交

流与研发合作可以缩小海归与非海归企业间的技术差距，促进行业整体技术

水平的提高。

２．非自愿的技术扩散

非自愿的技术扩散主要包括海归企业技术溢出的示范效应、员工流动效

应以及产业集聚效应三个方面。

其一，示范效应。通过非海归企业的模仿与学习，海归企业采用的先进

技术知识可能会对非海归企业产生免费的示范效应，从而非海归企业可以实

现 “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 （ＺｕｃｋｅｒａｎｄＤａｒｂｙ，２００７）。

４ 比如，中国自１９９４年创办留学人员创业园以来，迄今入园企业已超过６０００家，这些企业通过带来国内

缺乏的技术、人才、管理经验以及资金等发挥与回流国产业和企业互补的优势。

其二，员工流动效应。海归企业之间以及海归企业与非海归企业之间的

人员流动是海归技术溢出的一条重要渠道。当工人离开海归企业并带走其拥

有的知识时，知识溢出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一方面，流动人员将先前学习和

积累的先进技术应用于新企业，会直接引致技术在行业间的横向扩散和普及

（Ｂｏｒｅｎｓｚｔｅｉｎ犲狋犪犾．，１９９８）；另一方面，海归企业的员工培训降低了再次雇用

这些员工的当地企业的培训开支，使这些企业可以集中主要财力、物力从事

科技研发和技术创新活动，此即海归促进当地技术进步的成本节约效应。

其三，产业集聚效应。海归引致的人力资本流动及再配置过程会使企业

的区位选择趋于地理上的集中，产生产业集聚。４产业集聚中，企业进一步通

过劳动力流动、关联、示范以及外溢效应带动本地企业的技术升级，从而对

集群的技术升级产生促进作用 （Ｆｅｌｄｍａｎ，１９９４；张宇和蒋殿春，２００８）。海

归企业技术溢出和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强化的，表现为累积循环因果

关系，在人员流动内生的条件下，较高的技术水平将提高生产效率并进一步

促进集聚，而较大规模的人员流动为知识溢出与集聚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渠道，

技术交流的模式更加专业化和富有效率，最终形成海归创业、人员流动、产

业集聚与技术溢出的良性循环。

（四）网络效应

海外人员网络是指海归人员与祖国基于亲属关系、友情关系所建立起来

的一系列特殊的经济、文化、科技等联系 （赵敏，１９９７）。海归不仅可以给国

内输入最新的知识技术，而且还可以形成一定的商业网络，加强与中国贸易

和投资的联系，通过吸引更多的贸易和ＦＤＩ进一步放大海归的技术溢出效应。

有学者认为在标准的贸易理论框架内贸易和人力资本流动存在互补关系。比

如，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异质产品的双边贸易增长额中６０％归功于东南亚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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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商业网络 （Ｗａｇｎｅｒ，２００２），ＲａｕｃｈａｎｄＴｒｉｎｄａｄｅ （２００２）、Ｋｕｇｌｅｒａｎｄ

Ｒａｐｏｐｏｒｔ（２００６）对中国的研究也证实了人力资本流动与贸易之间的互补关

系。除贸易引致机制外，学者们还发现回流人员能够帮助母国吸引ＦＤＩ，并

借助于ＦＤＩ的技术溢出机制进一步放大其技术扩散效应。ＤｏｃｑｕｉｅｒａｎｄＬｏｄｉ

ｇｉａｎｉ（２００６）将跨国数据用于ＦＤＩ—资本积累的动态理论模型，其分析发现

人力资本流动引致的ＦＤＩ效应显著，并且通过对１４４个国家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的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估算出单位技术移民对ＦＤＩ资本增长率的弹性为２％。

中国政府１９７８—２００５年间累计引入外资约６２２４亿美元，其中华裔投资约占

６７％，批准成立的５５万多家外资企业中约７０％是华裔创立的 （王辉耀，

２００９）。这些由海归引致的ＦＤＩ作为中国ＦＤＩ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的

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普遍认同 （潘文卿，２００３；张建红，

２００４）。

海外人才回流作为人力资本流动的重要形式，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技术

进步的影响受多种因素和条件的制约。从以上的文献回顾中可以隐约发现，

智力回流的技术外溢效应多发生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较为完

善的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展较好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ＡｌｍｅｉｄａａｎｄＫｏｇｕｔ

（１９９９）对美国硅谷的研究认为，只有在一国具备充足的人力资源、完善的基

础设施和稳定的经济环境的前提下，才可能吸引较多的人才并从中受益。之

所以会产生上述现象，就在于国际人才流动的技术外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存在多种影响因素和制约条件。只有当一国本身的经济发展等条件达到一定

的水平之后，才可能形成对海外高质量人才的拉力，并对其所带来的先进技

术进行有效的学习和模仿，进而促进本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反之，一国不仅

无力有效地吸收回流人才带来的技术，甚至不能形成对海外人才回流的拉力，

出现 “人才逆流”现象，不利于本国技术进步。

因此，海归技术外溢效应可能存在较为明显的 “门槛特征”，随着中国技

术基础和综合吸收能力等影响技术溢出因素的改善，海归的技术溢出效果也

将出现明显的跃升。关于可能对海归技术溢出效果造成影响的因素，曾有学

者进行了部分的研究，如林琳 （２００９）将影响海外人才回流的因素概括为：

回流国的经济发展态势、国内收入水平、政策环境支持以及海外国家经济社

会因素冲击所产生的推力，而地方财政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一地的经

济发展态势和政府支持技术进步的能力。孙健等 （２００５）在研究我国科技人

才回流规律时，选用ＧＤＰ、科研投入、高校在校生数等宏观变量对影响人才

回流的诸多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各指标对回国人数均有显著影响。中

国海洋大学课题组 （２００４）的计量回归检验也发现人才回流与国民收入等宏

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较显著的相关关系。此外，Ａｌｆａｒｏ犲狋犪犾． （２００３）运用金

融市场因素进行的研究认为，金融市场发展在鼓励人力资本学习和吸收先进

技术方面是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本成立新的企业将把技术和知识扩散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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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生产力，而资本市场的缺陷将限制新企业的产生进而限制技术的扩散

效应。王辉耀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对中国海归创业问题的研究指出，中国留学人

员项目与资金的对接中，仅有３％的成功率５，中国海归创业融资难问题正日

渐突出，完善中国金融市场环境势在必行。

５ 王辉耀，《海归时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国家战略———人才改变世界》，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

从以上人力资本流动对技术进步影响的文献回顾中可见，大多数国外学

者仅仅从广义上分析人力资本流动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且限于国际智力回

流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关于国际智力回流是否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原籍

国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较少，关于国际智力回流对技术扩散贡献的初步研究

大多以案例的形式出现。国内学者关于海归引致技术进步作用的分析较多停

留在理论层面上，实证研究则较为匮乏，并且检验手段也基本上以基于中国

留学回国人员绝对数量的简单时间序列回归为主，而这种方式不仅无法探查

到引发海归技术外溢效应变动的各种指标的具体门槛水平，同时对于一些引

起海归技术外溢效应非单调变化的因素也无法进行准确的估计。近年来，以

“门槛回归”模型为代表的计量经济理论为我们分析海归的技术外溢效应及其

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工具，基于此，本文将主要就以下两个方面的内

容进行研究：（１）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传统国际技术扩散渠道进行了拓

展，将海归引入国际技术扩散重要渠道的研究当中，并按社会经济发展和地

理区位因素，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从而可以更为准确地考察

海归在不同经济带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差异；（２）基于地区条件差异，构建 “门

槛回归”模型，选取地方财政收入、国民收入、科研投入、人力资本水平以

及金融市场效率五个门槛变量，就各地区海归对技术进步影响因素的 “门槛

特征”进行实证检验。

三、海归对中国技术进步影响的地区差异

由于中国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科研投入水平以及高等教育发展水

平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不平衡性 （张宇，２００８），因此海归在不同地区引致的技

术外溢效应可能也存在较大差异。我们首先对中国各地区海归技术外溢效应

进行具体的实证检验，以证实这种差异的存在性，并以此作为进一步分析和

检验海归技术外溢效应门槛特征的基础。

（一）模型设定

在国际技术扩散技术外溢效应存在性的检验过程中，一个比较常见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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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是构造包含国际技术扩散变量的生产函数，从而通过考察各变量对全要

素生产率的贡献来确定其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基于这一思路，本文假定生

产函数符合科布 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且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的。一国在

时间狋的产出为犢狋，投入劳动犔狋、实物资本 犓狋和知识资本犛狋，根据科布 道

格拉斯生产函数可得，犢狋＝犃狋犓
α
狋犔

β

狋犛
γ
狋
，α、β、γ是生产函数中的参数。全要素

生产率表示为 ＴＦＰ：ＴＦＰ狋＝犢狋／（犓
α
狋犔β狋）＝犃狋犛

γ
狋，用来代表广义的技术进步。

根据Ｃｏｅａｎｄ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５）的贸易溢出计量模型 （以下简称ＣＨ 模型），

假设犛＝（犛犱）δ（犛犳）φ。对一个开放经济体来说，犛 取决于本国知识资本 （犛犱）

和国外的知识溢出 （犛犳）。在使用面板数据时，模型形式设定如下：

ｌｎＴＦＰ犻狋 ＝α１ｌｎ犛
犱

犻狋＋α２ｌｎ犛
犳
犻狋＋犆１＋ε犻狋１． （１）

　　由本文第一部分可知，进口贸易、国外专利申请以及ＦＤＩ作为国际技术

扩散的重要路径已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其对国际间的知识技术流动发挥了

重要作用。本文在此基础上引入海归的技术溢出项，假定犛犳犻狋主要来源于海归

溢出的国外研发存量、进口贸易溢出的国外研发存量、国外专利申请溢出的

国外研发存量、ＦＤＩ溢出的国外研发存量、出口溢出的国外研发存量及通过

其他国际技术扩散路径获取的国外研发存量 （犛犳
ｏｔ

犻狋
），鉴于犛犳

ｏｔ

犻狋
难以度量以及

本文着重分析海归技术溢出的需要，本文集中探讨海归这一路径的技术溢出

效应，并将其他几大渠道的技术溢出纳入控制变量，建立如下模型：

ｌｎＴＦＰ犻狋 ＝β１ｌｎ犛
犱

犻狋＋β２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 ＋ｌｎ犡狋＋犆２＋ε犻狋２， （２）

其中，ＴＦＰ犻狋、犛
犱

犻狋
、犛

ｆｌｏｗ

犻狋
分别表示中国各地区历年的全要素生产率、中国各地区

历年国内研发存量以及各地区海归溢出的国外研发存量，犡 为一组影响 ＴＦＰ

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进口溢出的国外研发存量犛
犳ｉｍ

犻狋
、出口溢出的国外研

发存量犛
犳ｅｘ

犻狋
、ＦＤＩ溢出的国外研发存量犛

犳ｆｄｉ

犻狋
、国际专利申请溢出的国外研发

存量犛
犳ｐａｔ

犻狋
。β１、β２分别表示中国国内研发存量、海归溢出的国外研发存量对中

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ε犻狋表示随机扰动项。

由于智力回流对国内技术进步的拉动作用可能存在时滞性，即回流人员

对本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很少会立即显现，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在与国内

相应设施结合之后，才会释放其技术拉动效应，基于以上考虑，本文采用海

归技术溢出的滞后项与被解释变量的当期项来构筑回归方程。此外，由上文

分析可知，智力回流会通过贸易引致和ＦＤＩ引致机制促进回流国的技术进步，

为体现这一效应，本文在考虑海归技术溢出滞后效应的基础上，在模型中引

入智力回流与贸易和ＦＤＩ的交互项，以检验海归通过贸易和ＦＤＩ引致机制产

生的技术溢出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同时与海归的技术扩散效应类似，

中国国内研发存量对技术进步的作用也存在一定的时滞性，国内外众多学者

对研发投入的时间延迟效应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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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学者认为科技投入与产出之间存在着２年的时间延迟 （ＧｕａｎａｎｄＬｉｕ，

２００５），而有些学者认为存在３—５年的时间延迟 （Ｓｃｈｅｒｅｒ，１９８３；Ａｃｓａｎｄ

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１９９１）。基于此，本文在模型中考虑海归技术溢出、海归溢出与

贸易和ＦＤＩ的交叉项及国内研发存量的滞后问题：

ｌｎＴＦＰ犻狋＝γ１ｌｎ犛
犱

犻狋－犼＋γ２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犼＋γ３（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犼×ｌｎ犛
犳ｉｍ

犻狋
）＋γ４（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犼×ｌｎ犛
犳ｅｘ

犻狋
）

＋γ５（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犼×ｌｎ犛
犳ｆｄｉ

犻狋
）＋１ｌｎ犡狋＋犆３＋ε犻狋３， （３）

其中，犼为滞后期，其余变量含义不变。

（二）内生性

根据现有关于智力回流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技术进步是海归技术溢

出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国海洋大学课题组，２００４；林琳，２００９），即海归技术

溢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国技术进步作用的结果，并且由于海归数据的不易得

性及测算过程中涉及多国数据，在指标度量中难免存在测量误差，因此，海

归溢出变量可能是内生的，不满足经典线性回归中严格外生性的要求，从而

导致估计偏差。为解决这种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估计，在大样本条件下，增加工具变量通常会得到更有效的估计结果 （Ｗｏｏｌ

ｄｂｒｉｄｇｅ，２００２），因此我们选择各解释变量及下文中各门槛变量的滞后一期值

作为海归溢出的工具变量。６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工

具变量需要和内生解释变量相关；第二，工具变量不能和随机扰动项相关。

关于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检验将在下文中详细说明。

６１３个工具变量分别是ｌｎ犛
犱

犻狋
、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
、ｌｎ犛

犳ｉｍ

犻狋
、ｌｎ犛

犳ｅｘ

犻狋
、ｌｎ犛

犳ｆｄｉ

犻狋
、ｌｎ犛

犳ｐａｔ

犻狋
以及所有门限变量共１３个变量的

滞后一期值。
７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最初由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１９５３）提出，Ｃａｖｅｓ犲狋犪犾．（１９８２）首先将该指数应用于生产率变化的

测算，此后与Ｃｈａｍｅｓ犲狋犪犾．（１９７８）建立的ＤＥＡ理论相结合，在生产率测算中的应用日益广泛。该方法

的原理主要是通过保持决策单元（ＤＭＵ，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Ｕｎｉｔｓ）的输入或者输出不变，借助于数学规划

和统计数据确定相对有效的生产前沿面，将各个决策单元投影到ＤＥＡ的生产前沿面上，并通过比较决策

单元偏离ＤＥＡ前沿面的程度来评价它们的相对有效性。

（三）变量度量及数据说明

１．ＴＦＰ的度量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常用的方法是以 “索洛余值”为代表的参数

估计方法，它通过建立某种具体形式的生产函数，采用拟合回归的方法估计

待定系数，进而估算全要素生产率。由于生产函数本身的不可知性且需要较

强的理论假设，这种方法导致不同的模型设定形式产生不同的估计结果。本

文将我国每个地区的产出作为一个决策单元，运用Ｆａｒｅ犲狋犪犾． （１９９４）提出的

基于ＤＥＡ的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
７方法来估计我国地区级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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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其中重庆并入四川省，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在使用ＤＥＡ方法计算上述

指标时，ＧＤＰ用ＣＰＩ进行平减，将其折算成以１９８５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实际

ＧＤＰ，犔犻狋则采用各地区从业人员数来衡量，地区固定资本存量的估计采用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 （１９５１）开创的永续盘存法计算。８

８ 根据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１９５１）开创的永续盘存法：犓犻狋＝犓犻狋－１（１－δ）＋犐犻狋。其中，对当年投资犐这一变量，本文

采用固定资本形成额这一指标，并采用各省（市、自治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其折算为１９８５年价格

表示的实际值，其中，缺失的固定资本投资价格指数我们借鉴张军等（２００４）和刘兴凯等（２０１０）的处理方

法，计算出各地区１９８５—１９９２年的固定资本价格指数，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提供了各地区以不变

价计算的固定资本形成指数，据此可以计算整理出以１９８５年为基期的各地区实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用

各地区名义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除以实际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就可以得到各地区固定资本形成价格指

数。我们根据Ｃｏｅａｎｄ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５）的方法，估计经济折旧率δ和基年１９８５年的资本存量 犓，并通过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其折算成１９８５年价格。
９ 由于学成回国留学人员是中国智力回流的主体，是海归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用学成回国人员数来

衡量海归规模。据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和公安部相关统计，中国海外留学生较集中的八个发达国家分

别是：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

２．犛
犱

犻狋
、犛

犱

犼狋
、犛

ｆｌｏｗ

犻狋
、犛

犳ｉｍ

犻狋
、犛

犳ｅｘ

犻狋
、犛

犳ｐａｔ

犻狋
、犛

犳ｆｄｉ

犻狋
的度量

（１）犛
犱

犻狋
的度量。我们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计算中国各地区历年的研发存量，

即犛
犱

犻狋＝（１－δ）犛
犱

犻狋－１＋ＲＤ犻狋，各地区的研发支出额ＲＤ犻狋采用相应的固定资产价格

指数进行平减。中国对研发支出进行统计是从１９８７年开始的，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

的 ＲＤ犻狋根据相邻三年研发经费占ＧＤＰ比例的平均值乘以当年ＧＤＰ计算得出，

其余年份数据可以由 《中国科技年鉴》查到。本文采用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１９８０）提

出的方法来计算各地区１９８５年的研发存量：

犛
犱

犻１９８５ ＝ＲＤ犻１９８５／（犵＋δ），

其中，根据Ｃｏｅａｎｄ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５）的定义，犵为１９８５—２００８年各地区每

年研发投资支出对数形式增长率的平均数，δ为研发资本折旧率，我们沿用

Ｃｏｅａｎｄ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５）回归所得的５％。

（２）各国或地区研发存量犛
犱

犼狋
的度量。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１９８５年的

研发资本存量根据Ｃｏｅａｎｄ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５）的方法进行计算，其余国家或地

区１９８５年的国内研发存量数据均取自Ｃｏｅａｎｄ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５），本文将各国

或地区１９８５年的研发存量及历年的研发投入数据采用相应的ＰＰＰ汇率折算为

统一人民币，从而可以保证各条国际技术扩散渠道产生的研发溢出存量与其

他解释变量的单位一致，其余年份的研发存量与中国国内研发存量的方法相

同，依据永续盘存法来估算，折旧率直接采用 ＣｏｅａｎｄＨｅｌｐｍａｎ （１９９５）

的５％。

（３）关于各地区海归人员的研发溢出存量犛
ｆｌｏｗ

ｉｔ
，本文选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中

国海外留学生较集中的八个发达国家９，仿照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ａｎｄＰｏｔｔｅｒｉｅ（１９９６）度

量进口贸易溢出量的方法来计算历年海归人员在中国的研发溢出存量：



９４４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１０卷

犛
ｆｌｏｗ

狋 ＝
８

犼＝１

（犛
犱

犼狋
／ＧＪ犼狋）×ＦＬＯＷ犼狋，

其中，ＧＪ犼狋、犛
犱

犼狋
分别表示犼 国第狋 年的高校在校生数、犼 国国内研发存量，

ＦＬＯＷ犼狋表示第狋年从犼国流回中国的学成回国留学人员数，计算如下：

ＦＬＯＷ犼狋 ＝犎
ｆｌｏｗ

犼，狋－１＋ＨＮ
ｆｌｏｗ

犼狋 －犎
ｆｌｏｗ

犼，狋
，

其中，犎
ｆｌｏｗ

犼，狋－１
表示第狋－１年在犼国的中国留学生数，ＨＮ

ｆｌｏｗ

犼狋
表示第狋年中国新

输入犼国的留学生数，犎
ｆｌｏｗ

犼，狋
表示第狋年在犼国的中国留学生数，从而上式可以

衡量第狋年从犼国回流的留学生数。
１０犛

犱

犼狋
／ＧＪ犼狋 用来衡量犼国第狋年受教育人口

的人均研发能力，从而指标犛
ｆｌｏｗ

狋
可以衡量历年海归对中国技术进步的研发溢出

存量。总体而言外国留学生与海归来源国的受教育水平及人均研发能力正相关。

１０ 一国输出的留学生结业后的去向基本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滞留留学国、返回祖国以及迁移到祖国之

外的其他国家，其中结业后继续迁移到其他国家的比例是微乎其微的（ＤｏｃｑｕｉｅｒａｎｄＭａｒｆｏｕｋ，２００４；Ｄｏｃ

ｑｕｉｅｒａｎｄＲａｐｏｐｏｒｔ，２００９），鉴于本文分析的需要，暂且假设在犼国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后只有留居犼 国和

回流中国两种选择。各国历年的中国留学生数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库以及ＯＥＣＤ教育统计数

据（ｈｔｔｐ：／／ｓｔａｔｓ．ｏｅｃｄ．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ＤａｔａｓｅｔＣｏｄｅ＝ＲＦＯＲＥＩＧＮ），历年中国输入各国的留学生数按

照国家留学基金委、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以及美国移民和归化局公布的数据整理得到。
１１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方法忽略了各α因子的地区和时间差异，如何进一步将各α因子的地区和时间差

异引入分析将是该算法将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此外，将贸易和ＦＤＩ作为权数是基于以下考虑：文中理

论机制部分中，海归对中国技术进步的网络效应中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从某国回流的海归人员会

通过网络机制为中国带来较多的贸易和ＦＤＩ，并且国家之间密切的商业往来会引致国家间人力资本的环

流（ＡｌｍｅｉｄａａｎｄＫｏｇｕｔ，１９９９；ＲａｕｃｈａｎｄＴｒｉｎｄａｄｅ，２００２；ＫｕｇｌｅｒａｎｄＲａｐｏｐｏｒｔ，２００６），按照人才集聚理

论，人才的环流会引致人才在环流国之间的集聚及学术网络的集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从该国回流

的海归人员较多。

具体到地区数据，鉴于各地区留学回国人员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中国历年高校在校生数、教育经费投入、贸易和实际使

用ＦＤＩ总额、科技经费投入、ＧＤＰ这５个指标作为海归引力因素，仿照张勇

等 （２００９）构造基础设施指数的方法，来构造各地区海归引力综合权数，基

于时间序列方法，分别把它们与历年海外留学归国人数进行回归，并且利用

它们对海归数的贡献作为权数加总，得出历年海归引力综合权数，即：

ｉｎｄｅｘ犻狋 ＝α１狓ｇｘ＋α２狓ｊｙ＋α３狓ｉｅ＋α４狓ｋｙ＋α５狓ｇｄｐ，

其中，ｉｎｄｅｘ犻狋表示各地区历年的海归引力综合权数，狓ｇｘ、狓ｊｙ、狓ｉｅ、狓ｋｙ、狓ｇｄｐ分别

表示历年各地区高校在校生数占全国高校在校生数的比重，各地教育经费投

入占全国教育经费的比重，各地贸易和实际使用ＦＤＩ总额占全国贸易和实际

使用ＦＤＩ总额的比重，地区科技经费投入占全国科研经费投入的比重以及地

区ＧＤＰ占全国 ＧＤＰ总额的比重。１１本文以历年各地区海归引力综合权数

ｉｎｄｅｘ犻狋 作为权重，用历年海归人员对中国的研发溢出存量与该权重的乘积来

衡量历年海归在各地区的研发溢出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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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
ｆｌｏｗ

犻狋 ＝ 
８

犼＝１

犛
犱

犼狋

ＧＪ犼狋
×ＦＬＯＷ犼（ ）狋 ×ｉｎｄｅｘ犻狋．

　　 （４）犛
犳ｉｍ

犻狋
的度量选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中国累计进口前十位国家或地区１２，

并采用ＬｉｃｈｔｅｎｂｅｒｇａｎｄＰｏｔｔｅｒｉｅ（１９９６）的度量方法来计算历年进口贸易在中

国的研发溢出存量：

犛
犳ｉｍ

狋 ＝
１０

犼＝１

ＩＭ犼狋
ＧＤＰ犼狋

×犛
犱

犼狋
，

其中ＩＭ犼狋代表中国第狋年从犼国的进口量，ＧＤＰ犼狋表示犼国第狋年的ＧＤＰ。具

体到地区数据，本文以历年各地区进口额占该年全国进口额的比重作为权重

（ＪＫ犻狋），用历年中国进口溢出的国外研发存量与该权重的乘积来衡量其历年在

各地区的研发溢出存量：

犛
犳ｉｍ

犻狋 ＝ 
１０

犼＝１

ＩＭ犼狋
ＧＤＰ犼狋

×犛
犱

犼（ ）狋 ×ＪＫ犻狋．

　　 （５）与进口等技术溢出机制不同，对出口国来说，出口贸易主要通过出

口中学习、关联效应等非载体形式的引致机制来间接促进出口国的技术进步，

所以ＬＰ法不再适用于本文中出口技术溢出量指标的构建。本文在对Ｂｅｒｎａｒｄ

ａｎｄＪｅｎｓｅｎ （１９９９）的研究方法进行改进的基础上，利用中国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

的地区进出口贸易数据，构建各地区出口的技术溢出量指标犛
犳ｅｘ

犻狋
：

犛
犳ｅｘ

犻狋 ＝狘Ｅｘｐｏｒｔ犻狋／Ｉｍｐｏｒｔ犻狋－１狘×犛
犱

犻狋
，

其中，Ｅｘｐｏｒｔ犻狋、Ｉｍｐｏｒｔ犻狋、犛
犱

犻狋
分别为犻地区在狋年的出口总值、进口总值以及

研发存量，｜Ｅｘｐｏｒｔ犻狋／Ｉｍｐｏｒｔ犻狋－１｜ 表示犻地区狋年的出口贸易增值率 （绝对

值形式），它反映了出口环节的附加值程度，可以依此判断出口贸易对某地产

业及技术的提升作用。出口增值率与当地研发存量的乘积可以衡量该地区出

口引致的研发变动量，即出口技术溢出效应的量化。

１２ 这十个国家或地区分别是：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中国香港地区、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

美国。
１３ 根据中宏数据库数据、《国际统计年鉴》及世界经济研究数据库数据计算出在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总量

前八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

（６）犛
犳ｐａｔ

犻狋
的度量，本文选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在中国专利申请总量前八位的

国家１３的数据，并借鉴ＬＰ法度量历年国外专利申请在中国的研发溢出存量：

犛
犳ｐａｔ

狋 ＝
８

犼＝１

ＶＰ犼狋
ＧＤＰ犼狋

×犛
犱

犼狋．

ＶＰ犼狋表示犼国流入中国专利申请的价值，ＶＰ犼狋＝
ＲＤＥ犼狋
ＴＰＡ犼狋

×ＰＡ犼狋，ＰＡ犼狋代表犼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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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狋年向中国的专利申请数量。ＴＰＡ犼狋代表犼国第狋年的专利申请总数，ＲＤＥ犼狋

表示犼国第狋年投入的研发支出，ＲＤＥ犼狋／ＴＰＡ犼狋表示每项专利申请中所投入的

研发经费。犛
犱

犼狋
表示研发溢出国犼的国内研发存量。具体到地区数据，鉴于地

区专利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历年各地区研发支出额占该年全国研发经费

支出总额的比重作为权重 （ＹＦ犻狋），用历年中国专利申请与专利引用溢出的

国外研发存量与该权重的乘积来衡量其历年在各地区的研发溢出存量：

犛
犳ｐａｔ

犻狋 ＝ 
８

犼＝１

ＶＰ犼狋
ＧＤＰ犼狋

×犛
犱

犼（ ）狋 ×ＹＦ犻狋．

　　 （７）犛
犳ｆｄｉ

犻狋
的度量选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累计实际对华外商直接投资额前十位国

家或地区１４，并采用ＬＰ法来计算历年输入型ＦＤＩ在中国的研发溢出存量：

犛
犳ｆｄｉ

狋 ＝
１０

犼＝１

ＦＤＩ犼狋
ＧＤＰ犼狋

×犛
犱

犼狋
，

１４ 这十个国家或地区分别是中国香港地区、美国、日本、新加坡、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

大利。

其中ＦＤＩ犼狋代表犼国第狋年流入中国的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具体到地区数

据，本文以历年各地区实际利用ＦＤＩ额占该年全国实际利用ＦＤＩ总值的比重

作为权重 （犠犻狋），用历年中国ＦＤＩ溢出的国外研发存量与该权重的乘积来衡

量其历年在各地区的研发溢出存量：

犛
犳ｆｄｉ

犻狋 ＝ 
１０

犼＝１

ＦＤＩ犼狋
ＧＤＰ犼狋

×犛
犱

犼（ ）狋 ×犠犻狋．

　　３．数据来源

本文最终估计时使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的数据。ＴＦＰ计算中所使用的各地区

ＧＤＰ、从业人员数、固定资产额和各地区历年的研发支出额、高校在校生数、

教育经费投入及各种价格指数来源于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

的 《中国统计年鉴》；各地区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的研发支出根据相邻三年平均研

发／ＧＤＰ比例乘以当年ＧＤＰ计算得出，其余年份数据可从 《中国科技年鉴》

查到；各地区历年的进出口总值可见 《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地

区贸易和ＦＤＩ总额、研发溢出国对华贸易额和国外在华专利申请数量分别来

源于历年的 《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年鉴》和 《中国统计年鉴》；研发溢出国的

ＧＤＰ来源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ｕｔｌｏｏｋ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２００９）；

研发溢出国历年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来源于 ＯＥＣＤ 的 Ｐａｔｅｎｔ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２００９）；研发溢出国流入中国的ＦＤＩ数额和研发投资数据分别来源于历年的

《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ＯＥＣＤ官方网站上的ＯＥＣＤ

Ｆａｃｔｂｏｏｋ２００９；研发溢出国历年高校在校生数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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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和历年 《国际统计年鉴》。

（四）海归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地区差异检验结果

１．初步的估计结果

１５ 在此，感谢匿名审稿人关于解决多重共线性问题的意见。
１６ 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当 Ｈａｕｓｍａｎ统计量大于χ

２

０．０１
（狀）（狀为模型中被估计参数个数）时，则认为模

型中存在固定效应，否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括号中的值为模型包含随机效应的置信概率，该概率小于

０．０１时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否则采取随机效应模型估计。

由于模型 （３）中将海归溢出、海归与贸易和ＦＤＩ的交叉项同时纳入模

型，而这三项之间可能会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影响回归结果的显著性。１５因

此，本文采用汉密尔顿 （２００８）关于减少多项式或交互效应模型中多元共线

性问题的 “对中”（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ｇ）法来降低变量间的共线程度：在创建多项式或

乘积项之前将海归溢出变量减去其平均数。这将导致创建的新变量以零为中

心分布，并且该新变量与其交叉项的相关性会大大削弱。通过减少多元共线

性，即 “对中”常常能得到更为精确的系数估计值，即具有更小的标准误。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采用ｓｔａｔａ软件对模型 （２）和 （３）进行回归，以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来确定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的选取，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所

得χ
２检验统计量对应的概率值均表明选择固定效应模型１６，模型具体的检验

结果见表１。对于模型 （３）中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
、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犼×ｌｎ犛
犳ｉｍ

犻狋
、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犼×ｌｎ犛
犳ｅｘ

犻狋
、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犼

×ｌｎ犛
犳ｆｄｉ

犻狋
的滞后阶数的选取由其对技术进步率ｌｎＴＦＰ犻狋的解释力决定。经筛选

发现ｌｎ犛
犱

犻狋
和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
引入一阶滞后变量回归结果显著，滞后两阶的各指标就开始

变得不显著，但交叉项的系数滞后与否均不显著或者仅有微弱的显著性。

表１　海归对中国技术进步影响的ＯＬＳ检验结果

模型（２）
模型（３）

当期方程（犼＝０） 滞后一期方程（犼＝１）

ｌｎ犛
犱

犻狋 ３．０４３（３．４１） ２．９７５（５．７８） ３．３１４（６．４１）

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 ０．０３１（１．８４） ０．０４３（１．７１） ０．３０８（４．３４）

γ３ ０．３２８（１．２４） ０．２２４（１．１０）

γ４ ０．２１２（１．８７） ０．１３２（１．２６）

γ５ ０．１２８（０．９８） ０．１９５（１．４４）

ｌｎ犛
犳ｉｍ

犻狋 ０．１５７（２．２３） ０．２５１（２．２８） ０．３６９（２．３４）

ｌｎ犛
犳ｅｘ

犻狋 ０．１１７（１．３５） －０．０１７（－１．０３） ０．１３６（３．６４）

ｌｎ犛
犳ｆｄｉ

犻狋 －０．７２８（－１．７２） ０．５６２（４．３６） ０．４８７（２．２９）

ｌｎ犛
犳ｐａｔ

犻狋 ０．７３１（７．４２） ０．７０２（６．０１） ０．５３６（６．５６）

犆 ０．１８２６（１．４３） －１．１４６（－２．２６） ０．６７３（６．０５）

犉值 １４５．２３ １２４．３４ １５６．１４

犚２ ０．８５ ０．８２ ０．８７

Ｈａｕｓｍａｎ值 １８．６３ １８．８７ １９．６４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变量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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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果中可以看出，海归技术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有显著促进作用。其

中，滞后一期的海归溢出项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正，且狋值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海归对中国技术进步有积极作用，但存在时滞性。

人力资本尤其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海外留学归国人员是实现国际技术扩散的重

要载体，可以壮大中国的国际化人才队伍，也是将中国国际技术扩散溢出的

知识存量转化为生产力的快捷方式。然而，一方面，海归溢出的国外研发存

量需要与中国相应的资源配置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并且其溢出的研发存量需

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吸收才能对技术进步发挥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中国

当前的人力资本结构中，非海归型人力资本比例远高于海归型人力资本，人

力资本的国际化水平还没有达到技术扩散产生显著溢出效应所要求的水平。

此外，当前中国的人力资本流动体系仍然不健全，人员流动相对封闭，其在

技术效率改善方面的作用甚微，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海归技术溢出效应的充

分发挥。以上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海归技术溢出效果在中国的时滞

性。随着中国教育、研发投资规模的扩大与国际经济技术交流的日益频繁，

海归对中国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将日益凸显。鉴于表１的结果没有考虑变量

的内生性，上述结论有待继续检验。

２．工具变量２ＳＬＳ估计结果

海归技术溢出变量的内生性意味着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结果可能是有偏的。

首先我们对所选择的工具变量进行检验：

选择工具变量的第一个条件是它与内生变量之间是相关的。我们将模型

（２）中所有变量 （包括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发现，１３个工具变量都在５％的

统计水平上显著，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为０．８７。这表明通过检验的１３个工具

变量与内生变量之间是强相关的，符合工具变量的第一个条件。

工具变量的第二个条件要求它与模型中残差项不相关。从理论上讲，每

个工具变量不会直接影响当前的技术进步，在存在多个工具变量的条件下，

我们可以通过过度识别检验，以判断这１３个工具变量是否是外生的。运用

Ｗｏｏｌｄｂｒｉｄｇｅ（２００２）提出的过度识别检验方法，得到的Ｓａｒｇａｎ检验结果接

受工具变量独立于２ＳＬＳ估计的残差的原假设，这表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

是合适的。

接下来，我们使用工具变量对海归技术溢出的内生性进行检验。我们将

海归技术溢出对所有变量 （包括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将得到的残差项放入

结构方程中，回归结果显示，残差项的系数为０．１８，狆值为０．００４，在１％的

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海归技术溢出确实是内生的。

为了克服内生性的影响，我们采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

计，并将结果汇报在表２中。与表１的结果相比，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在控

制了海归溢出变量的内生性后，回归结果中海归溢出项的估计系数显著提高，

且统计的显著性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表明海归溢出项的内生性使得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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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乘估计产生向下的偏倚。这说明，海归技术溢出确实是影响地区技术进步

的重要因素。

表２　海归对中国技术进步影响的２ＳＬＳ检验结果

模型（２） 模型（３）

ｌｎ犛
犱

犻狋 ３．５６４（５．３２） ３．７９２（５．７８）

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 ０．４７９（８．１２） ０．３６０（４．０４）

γ３ ０．１７４（１．４６）

γ４ －０．１６５（－１．４３）

γ５ ０．２５６（０．８８）

ｌｎ犛
犳ｉｍ

犻狋 ０．３６３（３．８７） ０．３１２（２．３９）

ｌｎ犛
犳ｅｘ

犻狋 ０．１０４（２．２３） ０．２０４（３．０８）

ｌｎ犛
犳ｆｄｉ

犻狋 ０．４２８（４．３３） ０．３５４（３．７６）

ｌｎ犛
犳ｐａｔ

犻狋 ０．４４６（６．０８） －０．００３（０．４８）

犆 －０．０５３（－１．０５） ０．１４５（２．７３）

犉 值 １７５．３１ １６３．４７

犚２ ０．７６ ０．７２

Ｈａｕｓｍａｎ值 ２３．７５ ２０．６０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变量显著。

此外，海归在长期通过对ＦＤＩ、国际贸易的作用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

综合分析表１和表２，海归与贸易和ＦＤＩ的交互项对技术进步存在微弱的正向

影响甚至负向影响，即回流人员对技术进步的网络效应在中国并不显著。其

一，海归引致的ＦＤＩ和贸易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在长期伴随着中国各方面

条件的不断改善，其才可能通过吸引更多的贸易和ＦＤＩ进一步放大人员流动

的技术溢出效应；其二，当前中国的海归规模仍然有限，其对贸易和ＦＤＩ引

致功能的基础不甚牢固。所以，基于海归技术溢出的网络效应均不显著性，

因此在下文的模型中不予考虑，模型 （３）的最终形式为：

ｌｎＴＦＰ犻狋 ＝η１ｌｎ犛
犱

犻狋－犼＋η２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犼＋２ｌｎ犡狋＋犆４＋ε犻狋４． （４）

　　３．海归技术溢出效应的地区差异分析

１７ 由于本文各存量数据均以１９８５年为基期，因此重庆市１９９６年以后的各项指标数据并入四川省。最终

本文考察的样本为不包括重庆和港澳台在内的３０个省（市、自治区），按照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所处

地理环境，将其划分为东中西３个经济地带：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

东、广东和海南１１个省（市）；中部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８个省（市）；西

部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和广西１１个省（市、自治区）。

为了分析海归技术溢出效应的地区差异，本文按社会经济发展和地理区

位因素，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１７，从而可以更为准确地考察海归

在不同地区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差异，为寻找各地区国际技术溢出效应发挥的

限制因素奠定基础。运用工具变量２ＳＬＳ法对模型 （２）的地区固定效应回归

结果见表３。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共有北京等１８个地区出现了显著的正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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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外溢效应，即在这些地区中，海归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起到了明

显的促进和带动作用；这些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以及中部地区，而西部

地区的技术外溢效应表现相对不明显，甚至出现了负的技术外溢效应。鉴于

积极的技术外溢多发生在经济、教育、金融体系等相对发达的地区，这一检

验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地区综合发展实力是决定海归技术外溢效应能

否有效发挥的关键因素。

表３　中国各省份及东、中、西部海归技术外溢程度的２ＳＬＳ检验结果

省份 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
省份 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

东部地区 ０．５７７（５．２５） 江西 ０．１９５（１．７６）

北京 １．３２０（３．４９） 河南 ０．４１５（３．９２）

天津 １．２２３（８．６４） 湖北 １．０６４（８．１９）

河北 １．０７９（８．０３） 湖南 ０．５４８（４．０９）

辽宁 ０．７２１（３．０１） 西部地区 ０．２９１（３．９４）

上海 ０．９４９（６．６９） 西藏 －０．２５１６（－１．２２）

江苏 ０．８８３（６．４８） 四川 ０．５５５（６．０８）

浙江 ０．６３７（５．７４） 贵州 －０．３９４（－２．２１）

福建 ０．５６６（３．６５） 云南 ０．２０９（１．４０）

山东 ０．７２０（５．１３） 广西 －０．０１１（－０．０６）

广东 １．８８６（４．６１） 陕西 ０．１０７（２．２５）

海南 ０．４１５（０．６７） 甘肃 －０．００４（－１．２２）

中部地区 ０．３０１（３．８２） 青海 －０．３１７（－２．９９）

山西 ０．０３０（０．２７） 宁夏 －０．０６１（－０．３４）

吉林 ０．１９８（１．２０） 新疆 －０．０８７（－１．４１）

黑龙江 ０．１７０（２．６８） 内蒙古 －０．１２４（－０．８３）

安徽 ０．５９５（５．０２）

　　注：括号内的数值是该系数的狋值，、、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变量显著。

由于本文分析的重点是海归的技术溢出效应，在表中仅列出海归技术溢出效应的回归系数，该回归由

ＥＶｉｅｗｓ６．０完成。

具体来看，海归溢出的国外研发存量对中国各地区的技术进步呈现两方

面的特点：

首先，海归产生的研发溢出显著促进了中国１８个省 （市、自治区）的技

术进步，其原因在于海归研发溢出的独特性。一方面，具有海外学习或者相

应技术领域工作经验的海归人员往往熟悉或掌握着国外先进技术，从而其可

以成为人才回流双方国家间技术扩散的有机载体 （Ｍｏｕｎｔｆｏｒｄ，１９９７）；另一

方面，海归本身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形式，可以成为一国技术进步和技术

创新的关键要素。

其次，海归对东、中、西地区技术进步的贡献度依次递减。海归对中国

技术进步的影响受多种因素和条件的制约，同时由于发展历史、地理位置、

自然资源、人力资本、政府政策等方面的差异，中国地区间在经济发展水平、

科研投入水平、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以及金融市场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

大部分海归人员流向了科研资金雄厚、高技术产业集中、金融体系相对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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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部沿海地区，《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０７年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只有

２％的海归在中西部地区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海归地区分布的极不均

衡，扩大了国家在地区和行业间的人力资本差距，进而造成海归技术溢出效

果的地区分布不均衡。优越的国内科研环境、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高水平

的国内人才基础以及积极有效的政策支持是海归技术进步效应的必要条件。

由于西部地区在研发投入、受教育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较发达地区

相对薄弱，其对海归的技术接纳力不足，较难实现与海归先进技术的顺利对

接，这一方面造成西部地区海归引力不足，另一方面使其难以通过海归渠道

促进当地技术进步，甚至会由于人才稀缺造成区域创新能力降低，阻碍当地

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中东部地区财力相对雄厚，人力资本及研发投入力度大，

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从而可以在吸引较多海外高质量人才的同时，实现

海归先进技术与当地相应技术要素的顺利对接，对当地技术进步产生了显著

的促进作用。

四、海归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门槛特征分析

以上我们对各地区的海归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海归

对各地区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作用存在较大差别。这种状况源于我国区域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由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政策倾斜等

原因，我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科研投入水平以及高

等教育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导致了地区间海归引致技术进步

效应的差异。部分越过了经济发展 “门槛”的地区凭借其雄厚的经济技术基

础和消化吸收能力能够吸引较多的海外人才，并较好地消化和利用海归所带

来的技术，因此在这些地区海归流入会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较为积极的作用，

而另一些还未能逾越发展 “门槛”的地区则不仅没有形成对海归人员的强大

引力来利用其带来的先进技术，而且其本身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进程也因

无法抵御人才外流的人力资本损失而遭到冲击。这实际上意味着海归的技术

外溢效应存在着一定的 “门槛特征”，即当一个地区的综合能力达到一定的水

平时，海归的技术外溢效应才会充分显现。以下文章通过构造门槛回归模型

对影响海归技术外溢效应变动的各种因素进行进一步的考察。

（一）海归门槛模型的设定

在考察通过影响某一变量从而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差异影响的因素时，以

往研究通常采用分组检验或交互项连乘检验的方法。分组检验是指按照某一

设定的指标将样本分为不同的子样本，然后分别对子样本进行回归从而得到

不同因素在各子样本区间对被解释变量影响的差异，但这一方法面临的一个

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分组标准的确定，传统分组检验只是简单地依照某个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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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对样本进行平均分组，这必然难以准确反映各种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

响。交互项连乘检验在测度ＦＤＩ溢出的相关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一些学者

通过构建ＦＤＩ与代表ＦＤＩ吸收能力指标 （例如：研发密度、相对前沿面的技

术差距等）的交互项来测度上述指标通过作用于ＦＤＩ吸收能力进而对ＦＤＩ溢

出产生的影响，这一方法的局限在于其所测定的指标影响是单调递增或递减

的，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近年来，非线性计量经济模型的发展为这一问题

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门槛回归”方法作为分组检验方法的一种扩

展，针对上述两种检验方法的局限进行了改进，在诸多领域研究中得到应用。

单一门槛回归的基本思想为：在模型内的某一影响变量犵犻狋存在一个门槛水平

τ的情况下，对于犵犻狋≤τ与犵犻狋＞τ两种情况而言，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存在

着明显的差异，本文将采用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９９）发展的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它根

据数据本身的特点来内生地划分区间，模型表述如下：

ｌｎ犢犻狋 ＝λ′ｌｎ犡犻狋＋ω１ｌｎ犕犻狋×犐（犵犻狋 ≤τ）＋ω２ｌｎ犕犻狋×犐（犵犻狋 ＞τ）＋犆＋ε犻狋，

（５）

其中，犻表示个体，狋表示时间。犢犻狋为被解释变量，犕犻狋为受门槛变量影响的解

释变量，犡犻狋为一组除犕犻狋外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的变量，λ为相应的系数

向量。犵犻狋为门槛变量，τ为特定的门槛值，ω１和ω２则分别为门槛变量在犵犻狋≤τ

与犵犻狋＞τ时解释变量犕犻狋对被解释变量犢犻狋的影响系数。犐（·）为一个示性函

数，ε犻狋～ｉｉｄ（０，σ
２）为随机干扰项。

模型 （５）中，τ 相应的残差平方和为：犛（τ）＝^犲（τ）′^犲（τ），根据 Ｃｈａｎ

（１９９３），如果回归中的τ越接近门槛水平，则回归模型中的残差平方和就越

小，我们可以通过最小化犛（τ）来获得τ的估计值，即τ^＝ａｒｇｍｉｎ犛（τ）。在估

计出τ^以后，可以进一步估计出其他参数。得到参数估计值后，需要进行两

个方面的检验：

第一个检验即检验模型 （５）中ω１和ω２是否存在显著性的差异，如果门槛

回归模型的检验结果表明ω１＝ω２，说明该模型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该

检验的原假设为 犎０：ω１＝ω２，对应的备择假设为 犎１：ω１≠ω２，检验统计量为：

犉＝
犛０－犛（^τ）

σ^
２

，　^σ
２
＝
１

犜
犲^（τ）′^犲（τ）＝

１

犜
犛（τ）．

犛０为在原假设下得到的残差平方和，在原假设 犎０的条件下，门槛值τ无法识

别，因此犉统计量的分布是非标准的。本文采用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９９）的自抽样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来获得其渐近分布，继而构造其狆值。

第二个需要检验的是门槛的估计值是否等于其真实值，原假设为

犎０：^τ＝τ０，由于存在多余参数的影响，Ｈａｎｓｅｎ （１９９６）使用极大似然估计量

检验门槛值，来获得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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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Ｒ（τ）＝
犛（τ）－犛（^τ）

σ^
２ ．

　　以上只是针对存在一个门槛的情况，但从计量的角度来看可能会存在多

个门槛，在此，我们以双重门槛模型为例做以下简要说明，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犢犻狋＝λ′ｌｎ犡犻狋＋ω１ｌｎ犕犻狋×犐（犵犻狋 ≤τ１）＋ω２ｌｎ犕犻狋×犐（τ１ ＜犵犻狋 ≤τ２）

　＋ω３ｌｎ犕犻狋×犐（犵犻狋 ＞τ２）＋犆＋ε犻狋． （６）

　　估计方法为先假设单一模型中估计出的τ^１为已知，再进行τ２的搜索，得

到误差平方和最小时对应的τ^２，Ｂａｉ（１９９７）研究表明τ^２是渐近有效的，但τ^１

却不具有此性质，因而可固定τ^２对τ^１进行重新搜索，从而得到其优化后的一

致估计量。同理，多重门槛模型可在单一和双重门槛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扩展，

本文不再赘述。

１８ 本文采用的门槛变量均为原值的滞后一期形式，并且前文中将门槛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海归溢出的

工具变量，经检验证明各门槛变量的滞后一期是合适的工具变量，在此基础上，采用 Ｗｏｏｌｄｂｒｉｄｇｅ（２００２）

关于变量内生性的检验方法，最终得到各结构方程的残差项系数分别为０．０１７、０．０４２、０．００７、０．０８７、

０．００１、０．０３５、０．００８，且均没有通过１０％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文章采用的滞后一期的各门槛变量满足

外生于被解释变量的条件。即，满足先验的外生性假定，这样就避免了由于门槛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相关

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为考察不同区间内各种因素通过作用于海归技术溢出进而对技术进步的

差异化影响，本文基于模型 （４），设定海归技术溢出的单一和双重门槛模型

分别为：

ｌｎＴＦＰ犻狋＝κｌｎ犛
犱

犻狋－１＋ω１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１×犐（狓犻狋 ≤τ）

　＋ω２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１×犐（狓犻狋 ＞τ）＋３ｌｎ犡犻狋＋犆５＋ε犻狋， （７）

ｌｎＴＦＰ犻狋＝κ′ｌｎ犛
犱

犻狋－１＋ω′１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１×犐（狓犻狋 ≤τ）＋ω′２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１×犐（τ１ ＜狓犻狋 ≤τ２）

　＋ω３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１×犐（狓犻狋 ＞τ２）＋４ｌｎ犡犻狋＋犆６＋ε′犻狋， （８）

其中，犻表示个体，狋表示时间。ｌｎＴＦＰ犻狋为被解释变量，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１
为受门槛变量影

响的解释变量，其他变量为除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１
外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影响的变量。狓犻狋

为门槛变量，鉴于门槛变量外生性的假定，本文中狓犻狋值均采用相应门槛变量

的滞后一期值来表示１８，τ为特定的门槛值，ω１或ω′１、ω２或ω′２和ω３分别为门槛

变量在 狓犻狋≤τ、τ１＜狓犻狋≤τ２与 狓犻狋＞τ２时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系

数，ε犻狋～ｉｉｄ（０，σ
２）。

（二）门槛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结合文章第二部分海归对技术进步影响机制的分析，本文进一步将影响

海归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概括为各地区地方财政收入、经济发展水平、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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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人力资本水平以及金融市场效率五个主要方面，以此构建门槛变量，

并分别测度各门槛变量的门槛值所划分的不同区间内变量对技术进步的差异

影响。在数据选择方面，我们仍然以上文所引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中国３０个地

区的２７０组数据作为检验样本的数据来源。

１．地方财政收入

由于发展历史、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人力资源、政府政策等方面的差

异，我国各个地区的财富水平、技术扩散及创新状况很不平衡。财政收入是

衡量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可以准确地反映一个地区的真实经济实力。

按照财政部关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意见，本文采用的地方财政收入是指地方财

政一般预算收入，它是衡量一地政府可支配财力的重要指标，政府在社会经

济活动中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范围和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财政收入

的充裕状况，从而地方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决定了各地区政府对海归引致创

新的支持能力。指标选择方面，本文采用各地区历年的一般财政预算收入，

地方财政收入使用各地区财政收入当年价，数据来自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

料汇编》和历年的 《中国统计年鉴》。

２．经济发展水平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吸引海外人才回流

的能力。ＧｒｕｂｅｌａｎｄＳｃｏｔｔ（１９６６）认为人力资本跨国流动是源于对不同国家

或地区边际生产力的不同反应，人力资本无论是从国内流向国外，还是从国

外流入国内，都是一种以寻求比较利益为目的的要素禀赋在全球的转移或让

渡，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对人才的引力往往大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

Ｒａｖｅｎｓｔｅｉｎ （１８８９）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 “推—拉”人力资本流动理论模型，

认为人力资本流入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人才回流的主要拉力。从国外经验

看，韩国在人才回流方面之所以取得很好的成绩，这与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及

其外向型经济特点有很大关系。只有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能为科技

人才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而提高海外人才对国内发展

的坚定信心；另一方面，从产业结构发展角度来看，只有一国经济发展到一

定水平，完成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变之后，高科技人

才方有生长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本文选择能够代表一个地区经济总量和发

达程度的ＧＤＰ和人均ＧＤＰ水平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因素的指标，ＧＤＰ使

用当年价，相关数据来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３．科研投入状况

科研支出的增加带动学成回国人员的增加也不难理解，它是吸引中国科

技人才回流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科研因素既包括重视科技人才的软环境，

又包括国家在科研方面的经费投入。从软环境方面来看，随着知识经济的到

来，中国已经逐步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环境；另一方面，科研

经费的投入也逐年增加，这对吸引人才回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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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对于出国留学的科技人才来说，不愿回国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担

心回国后国家科研经费不足以及科研设备和条件不够发达而出现 “英雄无用

武之地”的局面。这个因素不但是制约海外人才回流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

也是国内高科技人才流失的一个主要原因。本文选择各地区历年的研发经费

支出额作为科研投入状况的衡量指标，科研投入使用当年价，相关数据来自

历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１９ 计算时我们参照王小鲁（２０００）的标准，小学毕业教育年限设为６年，初中毕业教育年限设为９年，高中

毕业教育年限设为１２年，大学毕业教育年限设为１６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学文化程度人口比重×１６
年＋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１２年＋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９年＋小学文化程度人口比重×６年。

４．人力资本水平

高水平人力资本倾向于流向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地区，这种人力资本流动

现象，国外也有许多学者做过相关研究。Ｐｅｒｉ对美国１６７个主要ＭＳＡｓ１９７０—

１９９０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地区对年轻的高技能人员

有吸引作用，而对年长的高技能人员没有吸引。Ｓｉｍｏｎ 分析美国所有

ＭＳＡｓ１９４０—１９８６年的数据，得出相比高中毕业生所占比例，人力资本就业

增长与当地大学毕业生所占比例的关联更大。而一个国家人力资本整体水平

的高低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人文环境，它是科研人员赖以发展和创新的土壤。

由于人文环境的形成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该因素对于人才回流的影响没

有前两个因素明显，人力资本水平的变动并不能对其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从长远来看，它对于海外人才回流的作用却不容忽视。本文分别选取各地

区高校在校生人数占其总人口的比重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以及该地区人口

的平均教育年限１９作为人力资本的衡量标准，以此为基础进行检验。其中，各

级各类学校在校生人数及总人口数来自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

年 《中国统计年鉴》。

５．金融市场效率

金融市场效率、人力资本流动以及技术进步是相互依赖的关系，金融市

场效率变动在促进劳动力流动进而引起技术扩散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长期以

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都备受关注 （王永齐，２００７；Ａｌｆａｒｏ犲狋犪犾．，

２００３）。Ｌｅｖｉｎｅ（１９９７）将金融体系的作用概括为调节资源分配、动员储蓄、

风险管理等，其中新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往往由于研发成功率与未来市场收益

不确定性而面临很大风险，因此，金融体系能否为企业提供便利的融资是决

定企业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内支持海归创业的资金渠道主要有：政

府类投资，如各地开发区、高新区认定的项目；民间类投资，海归企业自己

在民间寻找合作方；以及部分风险投资。虽然当前不少留学人员企业已经在

国内进行风险投资，但其较大的利润要求与凤毛麟角的投资几率，对于成千

上万海归企业无疑是杯水车薪。比如，目前海归企业成功得到的大额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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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全部来自海外，中国留学人员项目与资金的对接中，仅有３％的成功率，

海归创业融资难问题正日渐突出。

由于中国银行部门的信贷决策并不是完全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它们倾向

于向国有企业提供贷款，对私人部门则存在信贷歧视，如果以银行贷款总额

与ＧＤＰ之比来度量显然会高估中国实际的金融深化水平，因此，私人部门的

贷款总额更能合理地衡量一地区的金融深化水平 （ＡｚｉｚａｎｄＤｕｅｎｗａｌｄ，２００２；

陈刚等，２００９），本文采用银行给予私人部门的贷款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来衡

量中国金融市场融资效率。各地区银行私人贷款额数据来源于历年各地区统

计年鉴，需要说明的是，统计年鉴上并没有详细定义和给出私人部门以及公

共部门获得的贷款数据，我们以金融中介短期贷款中的乡镇企业、三资企业

和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的总和来近似代替私人部门获得的贷款。

（三）海归对中国技术进步影响的门槛检验

２０ 在检验门槛效果时沿用 Ｈａｎｓｅｎ（１９９９）采用的“自抽样法”，为避免因样本容量过小而造成检验结果的

准确度下降，本文在检验过程中规定最低的样本观测数为４０，而不是 Ｈａｎｓｅｎ（１９９９）中采用的默认值１０。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选取地方财政收入、经济发展水平、科研投入、人

力资本水平以及金融市场效率作为海归技术溢出影响因素的门槛变量，在使

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本文依次对上述各因素运用模型 （８）进行门槛检

验和估计。２０

１．门槛检验

首先是门槛效果检验。我们需要确定门槛的个数，以便确定模型的形式。

我们依次在不存在门槛、一个门槛和两个门槛的设定下对模型 （８）进行估

计，得到的犉统计量和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得出的犘值见表４。

表４　门槛效果检验

指标

经济发展水平

地方

财政收入
ＧＤＰ 人均ＧＤＰ

人力资本水平

科研投入
高等教育

发展水平

平均

受教育年限

金融

市场效率

单一

门槛检验

９６．２４

［０．０００］

１９．００

［０．０２６］

２９．１２１

［０．０００］

１８．７４

［０．０４７］

１７．４６

［０．０３７］

５１．９３

［０．００１］

１９．１７

［０．０２１］

双重

门槛检验

５．４９

［０．３２５］

５．４８

［０．１５６］

４．４２

［０．３６０］

９８．６３

［０．０００］

４１．９２

［０．００２］

１２．５８

［０．０４７］

６．９１

［０．４００］

三重

门槛检验

２．８７

［０．８８３］

４．１７

［０．２５４］

３．６４

［０．１３０］

６．５８

［０．６３２］

７．５３

［０．５５０］

６．５８

［０．２１３］

４．１９

［０．７６９］

样本最小值 ５．３８５ １１７．８００ ０．４９７８ ０．２００ ０．００２ ７．０９８ ０．０４１

样本最大值 ３３１０．３２４ ３５６９６．４６０ ７．２５４ ５８０．９００ ０．０３６ １１．０９２ ０．２３４

样本均值 ８７９．５４２ １１２５６．４１０ ３．８６２ ２４１．３００ ０．０２２ ８．２１１ ０．１０８

　　注：括号上方的数字为门槛检验对应的犉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１％和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显

著，括号内为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方法反复抽样得到的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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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门槛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地方财政收入、ＧＤＰ、人均ＧＤＰ以及金融市

场效率的单一门槛效果分别通过了１％、５％、１％以及５％水平下的显著性检

验，但双重和三重门槛效果没有通过５％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它们存在一个门

槛值。科研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单一与双重门槛检验均比较显著，但三重

门槛检验并不显著，说明在所研究的样本内包含两个门槛值。

其次，门槛的估计值检验。各门槛的估计值和相应的９５％置信区间列示

于表５。

表５　门槛值估计结果

指标
门槛值τ^１ 门槛值τ^２

估计值 ９５％的置信区间 估计值 ９５％的置信区间

地方财政收入（亿元） ４８０．２９ ［４５６．３２，４９４．２１］

经济发展

水平

人力资本

水平

ＧＤＰ（亿元） ６１７０．９４ ［６０３７．１６，６３９０．３３］

人均ＧＤＰ（万元） １．５３ ［１．３７，１．６２］

科研投入（亿元） ７６．０９ ［７４．３０，８３．４３］ １２６．７４ ［１２３．４７，１２７．２５］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０．０１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０，０．０１６］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８．３１ ［８．１６，８．４１］ ７．６６ ［７．６１，７．８４］

金融市场效率（％） ０．１０４ ［０．１０８，０．１１３］

　　２．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１）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呈现正向单一门槛特

征。当地方财政收入低于４８０．２９亿元时，海归的技术溢出弹性系数仅为

０．５２４，而当地方财政收入跨过这一门槛时，相应的海归的技术溢出弹性系数

变为０．８３２。即地方财政收入对海归技术外溢效果存在明显的门槛特征。其中

跨过地方财政收入门槛值的地区有：北京、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

山东、河南、广东以及四川。

（２）经济发展水平。一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

系，当地区ＧＤＰ总额低于６１７０．９４亿元时，海归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系数为

０．５９３，地区ＧＤＰ总额跨过该门槛值时相应的系数变为０．６０４，即海归对中国

技术进步的影响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强。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发现

达到ＧＤＰ总值门槛值的地区有：北京、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

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同样，当一个地区的人均ＧＤＰ

超过１．５３万元时，海归的技术溢出系数达到０．４０４，反之则仅为０．３５。仅有

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１０地跨

过了海归技术溢出人均ＧＤＰ的门槛值。

（３）科研投入。科研投入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呈现出正向的双门槛特征。当

地区平均科研经费投入低于７６．０９亿元时，海归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系数为

０．０７６，当跨过这一门槛后相应的系数却变为０．３０７，而当该指标高于１２６．７４

时，海归的技术溢出弹性则进一步跃升到了０．６９４。这一结果验证了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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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归引致技术进步效应之间的正向关系。科研投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

个国家为人才提供良好科研工作环境的力度，科研投入增加意味着国家对科

研环境和研究实验的重视，可以解决海外人才回国后研究工作的后顾之忧。

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仅有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以及广东６地跨过了

科研投入的最高门槛值。

（４）人力资本水平。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与海归引致的技术进步呈非单调

关系。当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低于０．０１１时，海归对技术进步的弹性系数为

０．２３１，当大于这一比重时弹性系数为０．０２７，但随着第二个门槛的跨越，其

影响系数上升为０．１５８。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

江、江西、湖北、陕西１１个地区跨过了第一个门槛，但仅有北京、天津、上

海、湖北、陕西五地跨过了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第二个门槛。从人口的平均

受教育年限来看，当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７．６６年时，海归的技术溢出

系数为０．１０５，但当大于这一比重时弹性系数仅为０．０５７，当地区平均受教育

年限跨过８．３１年时，其影响系数上升为０．３７６，这验证了教育对人力资本水

平提升和技术进步的长效机制。跨过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较高门槛值的地区

有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山东、湖北以及

陕西。

（５）金融市场效率。表６显示，当地区平均金融市场效率低于０．１０４时，

海归对技术进步的弹性系数为０．１３５，而跨过这一门槛时相应的弹性系数变为

０．３５４，即随着金融市场效率的改进，海归技术拉动效应的阻力变小，推力变

大。对地区数据进行比较，发现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西、

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以及西藏没有达到金融市场效率的门槛值。

近年来，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取得了

一定成就，各地区金融运行日趋稳健，金融环境进一步优化，这对提升自身

技术吸收能力和便利企业融资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就全国来看，中国

金融市场有效配置资本的功能并不理想，技术进步效果欠佳，在金融市场效

率改进方面，各地政府仍然任重道远。中国应继续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创

新，建立国家级的海归人员创业支持计划，鼓励并支持海归人员尤其是拥有

外资企业工作经验的海归人员创业和技术创新，并进一步通过海归创业项目

的启动和成功，吸引更多的风险投资和其他海内外民间投资的加入，最终为

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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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地方

财政收入
ＧＤＰ 人均ＧＤＰ

人力资本水平

科研投入
高等教育

发展水平

平均

受教育年限

金融

市场效率

ｌｎ犛
犱

犻狋－１
１．２５６

（５．３３）

１．３１０

（７．０８）

１．０４２

（４．５３）

１．７８５

（９．４１）

０．９９６

（３．４８）

０．８７４

（２．２２）

１．１０５

（１．７９）

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１
＿１ ０．５２４

（７．３６）

０．５９３

（８．５５）

０．３５０

（３．７３）

０．０７６

（２．９６）

０．２３１

（４．０５）

０．１０５

（１．９３）

０．１３５

（２．３１）

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１
＿２ ０．８３２

（１０．７１）

０．６０４

（２．３２）

０．４０４

（２．３８）

０．３０７

（２．３３）

０．０２７

（１．７５）

０．０５７

（２．２５）

０．３５４

（４．２５）

ｌｎ犛
ｆｌｏｗ

犻狋－１
＿３ ０．６９４

（１２．６５）

０．１５８

（２．９８）

０．３７６

（１１．０３）

ｌｎ犛
犳ｉｍ

犻狋
０．３１４

（２．３３）

０．２８４

（１．０１）

０．４３０

（３．６５）

０．４１３

（４．８７）

０．２４８

（３．０７）

０．２４５

（５．７２）

０．３２４

（２．３６）

ｌｎ犛
犳ｅｘ

犻狋
－０．０７４

（－２．１７）

－０．２４３

（－０．７５）

－０．１４２

（－０．８９）

－０．０２８

（－１．２２）

－０．０５０

（－１．８４）

０．１６７

（１．８７）

０．０５９

（１．７２）

ｌｎ犛
犳ｐａｔ

犻狋
０．２７８

（２．２９）

０．１４９

（２．９４）

０．２２４

（１．７１）

０．０９４

（１．８７）

０．０７５

（２．１８）

０．１２４

（２．１４）

０．２５７

（２．２４）

ｌｎ犛
犳ｆｄｉ

犻狋
０．０７５０

（１．８１）

０．１２７

（２．２７）

０．１７４

（１．４２）

０．０１９

（０．７５）

０．１０５

（０．９６）

０．１３７

（３．４４）

０．４５６

（１．９０）

犆 １．０４５

（１．２８）

１．２７３

（１．３７）

１．１７５

（２．２６）

１．３３４

（０．８７）

１．７２４

（１．７７）

１．００

（１．７５）

１．４７７

（０．７５）

犚２ ０．７１ ０．６７ ０．７０ ０．８３ ０．８６ ０．５８ ０．８７

　　注：括号内为各系数所对应的狋统计量，、、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变量

显著。鉴于文章分析的需要，本文没有按照所得的门槛值来人工划分样本，并重新回归不同样本区间的

结果。

五、结　　论

近年来，作为国际人力资本流动新形式的 “智力回流”及其对发展中国

家或地区的技术进步效应问题日益引起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中国为例，

在传统国际技术扩散三大路径的基础上，引入海归因素，采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

中国３０个地区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海归对中国各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并进一

步运用Ｈａｎｓｅｎ提出的门槛检验方法，选取地方财政收入、经济发展水平、科

研投入、人力资本水平以及金融市场效率五个门槛变量对海归技术进步效应

的门槛水平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显示：海归对各地区技术进步均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贡献度却存在显著差异，且海归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时滞性，在控

制了海归溢出的内生性后，本文的结论依然稳健；地方财政收入、经济发展

水平、科研投入以及金融市场效率与海归技术溢出呈单调正相关关系，而人

力资本水平对海归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间效应，两者呈 Ｕ形

关系。

首先，本文采用ＬＰ法将海归的国外研发溢出进行量化，考察了其对中国

各经济地带技术进步的影响，实证结果证实：海归对中国各地区技术进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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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重要作用，但贡献度却存在差异，其中最明显的是，相比对东部和中部

地区技术进步的显著促进作用，海归对西部地区技术进步作用并不显著。在

北京、上海、天津三大直辖市以及苏、浙、粤等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地区和以

晋、吉、湘为代表的中部地区，海归存在正向技术外溢效应，而在甘、青、

宁等西部地区，海归数量较少，没有体现出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甚至由于

“人才逆流”等原因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由

这一结果不难看出，正向的海归技术外溢效应基本上产生于经济发达程度较

高、开放程度较大的地区。这也暗示了海归技术外溢可能存在基于某些因素

上的门槛特征。

其次，本文进一步运用 Ｈａｎｓｅｎ提出的门槛检验方法，就地方财政收入、

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水平以及金融市场效率五方面的因素对

海归技术外溢效应的门槛特征进行检验，结果证实了海归技术溢出效应门槛

特征的存在性。地方财政收入、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市场效率存在单一门槛

值，它们与海归技术外溢效应成正相关关系，当这些指标达到或超过一定水

平之后，海归产生的技术外溢效应会显著提升，科研投入和人力资本水平存

在两个门槛值，教育对海归技术溢出效应具有长效机制。

企业的国际化依靠人才的国际化，而人才的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

高效的流动性来体现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海归对中国崛起意义尤为

重大，中国应当参照其他国家或地区人才回流方面的工作经验，结合自身实

际情况加大吸引海外留学人才回流的力度，为海归技术外溢效应的发挥创造

有利条件：第一，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科技、教育投入，改善国内引才环境，

同时在突出东部经济发展优势的同时，引导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从国家 “西

部大开发”的战略角度看，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到西部地区开展各种学术、技

术交流活动，引导部分海归从个别大城市到内地的二线城市发展，并按国家

有关规定予以资金支持。第二，改善国内环境，逐步建立一个法制健全的社

会，透明高效的政府，良性循环的创业环境，公平公正的科研环境以及民主

宽松稳定的政治环境，使国内从创业环境到信息渠道，从发展机遇到社会公

正等方面逐步与国际接轨。同时确保政策制定的各部门职责明确，建立人才

回流长效机制，将人才回流政策细化并注重落实。第三，从人力资本的角度

而言，有关部门应通过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优化教育及人力资本投

资结构等措施，在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同时，改善其技术创新效率。注重吸

引高质量人力资本从国外流向国内，从外资企业流向本国企业，为吸引更多

海归回国进而提升其技术溢出效应创造一个良好的人才环境。第四，完善留

学人员创业融资担保机构，鼓励政府和民间建立一些专门针对海归创业的担

保公司，解决留学人员企业融资难问题。随着人才回流工作的深入，应该将

有关政策进一步具体化，协调各相关部门就某些问题达成共识，在此基础上

共同探讨引进留学人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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